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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规制、数字化转型与绿色技术创新
——来自中国工业企业的数据分析

任广乾， 赖浣峰， 赵乐凡
（郑州大学　商学院，河南 郑州 450001）

摘　要 ： 在工业强国战略日益深化的背景下，环境规制对工业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已成为研究的热点问题。

利用 2007—2021年中国 A股工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的有效数据，构建非线性模型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

环境规制强度与工业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呈“U形”关系，环境规制在低强度范围内抑制了绿色技术创新，而在达

到最佳环境强度范围时则促进了绿色技术创新。数字化转型对工业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有正向影响。数字化转型是

环境规制强度促进绿色技术创新关系的重要途径，政府环境规制驱动企业数字化转型进而作用于绿色技术创新。

异质性检验发现，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在东西部地区、政府补贴程度高和非国有工业企业中的影响更

为显著。未来应适度加强环境规制强度，同时通过企业数字化转型，持续推动工业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构建绿色

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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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技术创新是企业保持竞争优势的源泉，是中国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的同时，深入实施双碳战略

的根本途径。中国转型前期，用高能耗、高污染、高排放和低效益的粗放发展方式发展国民经济，不仅

没有构建核心技术体系，也导致了环境污染问题的日益严重。工业绿色技术创新体系构建迫在眉睫，推

动工业转型发展刻不容缓。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要求“构建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强调绿色技

术创新是建设生态文明的关键。2021年，国务院发布《国务院关于加快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

体系的指导意见》①，进一步强调要加快构建以企业为主体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为绿色低碳循环经济体

系提供持续动力。绿色技术创新是一项投资风险较大和不确定性较高的系统工程，离不开外部“有形之

手”的驱动和支持，环境规制是政府利用经济行政手段调控企业行为，以达到环境污染治理的防控目

的，进而解决污染问题的重要手段，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同时，在国家“十四

五”规划和 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中，“加快数字化发展，建设数字中国”单独成章，提出充分发挥海量数

据和丰富应用场景优势，促进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深化生产制造过程的数字化应用，赋能绿

色制造 [1]。数字化转型是工业企业实现绿色技术创新的重要路径 [2]，也是政府规范企业行为，实现地方数

字经济与绿色环境双赢的重要途径。一方面，政企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的客观原因，企业可能存在机会

主义行为 [3]，政府会推动调节数字化转型从而降低信息不对称程度 [4]。另一方面，政府环境规制提高了合

约签订和实施的交易成本 [5]，提高了可置性承诺，因此企业更倾向于投资于数字化专用性资产，降低环

境风险承担水平 [6]。通过数字化转型这一行为，实现环境规制的经验式环境治理走向智慧型环境治理的

改革 [7]。

企业技术创新能力一直是中国经济学界关注的热点话题 [8]，绿色技术创新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 [9]。

已有研究从不同层面对环境规制与绿色技术创新的关系进行了探讨，环境规制 [10]、外商投资 [11]、政府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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贴 [12] 等宏观制度环境是影响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重要因素，在微观层面上，董事会治理 [13]、企业高管因

素 [14] 和数字化  [15] 等是研究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主要方向。从研究对象来说，学者多从制造业 [16] 角度探讨

环境规制与绿色技术创新的关系，还有的学者从资源型企业 [17] 等进行研究，学术界对于绿色技术创新影

响因素的研究已较为充分，由于研究的侧重点各不相同，工业企业作为创新主体的作用并未得到充分的

关注，且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机制尚未得到充分探讨。在以数据价值为竞争力的背景下，工

业企业的数字化转型进程备受关注，企业接受和响应政府环境规制的行为中，会增强企业数字化转型的

动力，提升其治理水平和资源获取能力，从而破解工业企业绿色技术创新面临的压力和挑战，提高工业

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能力。

与现有文献相比，本文的潜在贡献有三点：第一，完善环境规制强度对工业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影响

的理论研究，通过从成本效应和波特效应两个角度研究环境规制强度对工业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

可以更加真实全面地评估环境规制强度对工业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影响的动态变化程度。第二，分析数字

化转型在二者之间的中介效应，打开“环境规制强度—工业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机理的黑箱，并在此基础

上探讨环境规制强度与工业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之间的传导关系，丰富了政府环境规制与工业企业绿色技

术创新影响的理论。第三，从异质性视角考察了环境规制强度对工业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发现环

境规制强度对东西部工业企业、有政府补贴的工业企业和非国有工业企业均有显著影响，为政策制定者

精准决策提供了理论依据。 

一、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环境规制强度对工业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

现有研究从不同视角评价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影响的研究，由于企业性质、样本范围和研究变量等

不同原因，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影响主要有三种观点 [18-19]：第一种观点是成本效应，新古典主义传统学

派基于静态视角提出环境规制增加企业生产成本、挤占国内外市场资源 [20]，制约经济的发展，阻碍技术

创新 [21]。第二种观点是波特效应，Porter[22] 从动态角度分析认为适度的环境规制强度促进创新，竞争优势

取决于变动约束条件下的改进与创新 [23]。中国部分学者通过非线性门槛面板模型和演化博弈等验证了波

特假说在中国成立的证据 [24-25]。第三种是不确定性观点，该观点认为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兼具成本效

应和波特效应 [26-31]，最后的影响取决于波特效应的大小。由于绿色技术创新具有双重外部性，环境规制作

为外部驱动力影响企业生产结构，推动绿色技术创新活动 [32]。当环境规制强度较低时，对企业的影响主

要表现为成本效应。从直接角度来看，环境规制是将外部治污成本内部化，直接增加了企业成本 [33]。从

间接角度来看，政府环境规制管控有污染性质的原材料，对市场释放了绿色经济的信号，企业出于价值

最大化的目标，会倾向于购买清洁性质的替代原材料，减少污染排放，短期的边际收入远远低于边际成

本，这增加了企业的生产成本 [34]。环境规制强度对绿色技术创新具有中长期激励作用和正反馈作用 [35]，

“波特效应”和“绿色技术创新”成为企业新的竞争优势。随着环境规制强度不断提升，波特效应的匹配程

度不断提高。适当的、严格的环境法规可以鼓励企业投资于绿色技术创新，激发研发活力，提高绿色技

术的效率和创新能力，并抵消部分或全部成本。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激励作用显著，政府的正反

馈将进一步提高绿色技术的创新潜力。

中国越来越多的学者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领域进行理论和实证研究，其中大多数学者采用产品投入

产出或绿色技术创新申请衡量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水平，本文采用绿色技术专利授权数可以体现企业更真

实的创新活动。环境规制是工业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外部驱动力，但是现有研究主要以整体上市公司或

省级地区为主，并未聚焦于具体企业中。绿色技术创新是工业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响应好政府环境规

制，借助政府环境规制对企业的波特效应，对于工业企业发展绿色技术创新意义重大。据上述分析，本

文将基于绿色技术专利授权，研究政府环境规制对工业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关系，据此，本文提出以下

假设：

假设 1. 环境规制强度与工业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之间存在“U形”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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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数字化转型对工业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

数字化是技术变革的重要战略方向，随着中国数字化转型的不断深入，管理领域的学者从不同视角

研究数字化转型，大部分学者研究支持数字化转型促进企业绩效的结论。数字化转型天然地嵌入了绿色

发展理念，能够为绿色技术创新提供强大的内在驱动力 [36]，本文从治理逻辑和资源逻辑角度探讨数字化

转型对绿色技术创新的积极影响，数字化转型将通过优化资源配置和提高整合效率来改善业务运营和企

业绩效 [37]，对于企业实现快速成长和价值提升具有重要意义 [38]。

从治理逻辑看，数字化转型可以通过数字化流程管理，缓解企业内部代理冲突，从而提升绿色技术

创新。相比于传统的技术创新活动，绿色技术创新活动具有更强的专业技术和高度不确定性，为了规避

风险，自私的管理者往往追求眼前利益的机会主义动机，这抑制了公司的绿色技术创新战略 [39]，而推动

数字化转型可以有效提高治理效率。

首先，数字化转型可以通过提高管理、运营和生产流程的透明度，减少管理层投机取巧的机会，降

低企业监督的成本，鼓励采用绿色技术，从而鼓励企业的内部变革 [40]。其次，数字化转型正向作用于企

业动态能力，提高组织流程的数字化水平，有助于提高管理层、股东和员工之间沟通效率，管理层和股

东之间的矛盾得到解决，绿色技术创新得到有效推动。

从资源逻辑看，数字化转型能够加速数据流动，优化资源配置，提高企业财务能力，进而改善企业

运营，促进绿色技术创新 [37]。从企业内部资源配置来看，企业淘汰传统落后产能，数字化生产过程和技

术可以提高内部生产制造效率，提升专业化分工水平 [41]，扩大产能，形成规模效应，提高创新回报，对

企业利用绿色研发能力产生积极影响，支持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提高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水平 [42]。在获取

公司的外部资源方面，数字化转型促进了企业数据信息的有效流动。提高企业数据信息的高效流动并向

外界输出可利用信息，改善企业内外部信息不对称程度的情况，减少投资者信息搜寻和签订契约等外部

交易成本 [41]，同时，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向外界传递了有利发展前景的积极信号，提高了企业的财务能

力，有助于为企业吸引更多的外部投资。增强企业的创新能力、应对冲击能力以及可持续发展能力 [43]。

基于上述理论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 2. 数字化转型与工业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存在正相关关系。 

二、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取和数据来源

综合考虑工业企业的代表性、环境影响程度、行业广泛性和数据可获得性等因素，本文的研究样本

来自 2007—2021年的 A股上市工业企业。选取 A股上市工业企业作为研究对象的依据：第一，工业企

业是技术创新的重要载体，为了实现“双碳”目标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工业企业不仅会面临更加严格的环

境政策约束，还要推动企业的技术升级与经济绩效的提高，绿色技术创新是工业企业稳增长的重要推动

力。第二，工业企业是二氧化碳排放总量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在生产过程中会对环境造成不同程度

的污染，是政府和环境保护部门关注的重点对象。第三，工业企业规模庞大，涵盖了广泛的产业范围，

实证研究结果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可避免行业差异性对实证结果造成的影响。第四，上市工业企业披露

信息相对完善，政府和环保部门对工业企业的监督力度较大，企业环境行为相关数据较易获取，为实证

研究提供了数据基础。

环境规制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企业绿色专利申请数据来源于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数据库，并与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国际专利分类（IPC）绿皮书进行比对。为了提高样本的代表性，本文对数

据进行了以下预处理：（1）剔除 ST样本；（2）剔除变量缺失样本；（3）剔除极端异常值样本。经过

上述处理，最终获得了 1 817个有效样本企业，包括十四个会计年度共计 24 370个样本观测值。采用描述

性统计分析、回归分析等实证研究方法，使用 Excel和 Stata17统计分析程序对数据进行处理和分析，并

对所有连续变量进行缩尾处理，以消除极端值的影响。 

（二）变量说明与指标界定

1. 被解释变量：绿色技术创新

由于经过实质审查后的专利授权数能更真实地反映企业实际绿色技术创新活动，本文参考齐绍洲等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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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思路，将上市公司绿色技术专利授权数衡量工业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用 GT表示。

2. 解释变量：环境规制

虽然学术界没有统一的方法来衡量环境规制，但一般从两个角度来衡量：一是环境规制强度。环境

规制强度是企业治污成本的反映，环境监管的力度越大，企业的环保成本就越高。国内外学者分别采用

行业污染减排投资 [45]、单位产值企业的治污成本 [46] 和排污费征收额衡量环境规制。二是环境规制效果。

通过二氧化硫去除率、工业烟尘去除率等指标综合衡量环境规制水平 [47]。考虑到本文中环境规制是用于

研究微观工业企业行为，参考范洪敏和穆怀中 [48] 的研究，本文从环境规制强度的角度设置环境规制指

标，采用工业污染治理投资完成额占工业增加值的比重衡量环境规制。比重越高，说明政府对工业污染

治理的投资越多，环境规制的强度也就越大。同时，为了更方便地处理数据，参考王国印和王动 [49] 对环

境规制变量的处理，本文将环境规制强度变量扩大 100倍，以减少估计系数偏大的现象。

3. 中介变量：数字化转型

为反映企业的数字化发展程度，借鉴吴非等 [50] 的做法，从全部上市企业年报全文中提取计算大数据

技术、人工智能技术、数字技术运用，以及全部数字化转型特征词的词频总数，将其作为企业数字化转

型水平的测度指标 DIGI。

4. 控制变量

本文借鉴任广乾等 [51] 的做法，从企业特征、财务状况以及治理结构三个层面加入了控制变量，具体

包括企业规模（Size）、资产负债率（Lev）、营业收入增长率（Growth）、董事人数（Board）、市场价

值（TobinQ）、公司成立年限（FirmAge）、管理层持股比例（Mshare）和大股东资金占用（Occupy）共

计 8个变量。另外，为了控制行业效应和时间效应对模型产生的影响，本文引入了行业虚拟变量（Ind）

和年度虚拟变量（Year）。表 1为本文的变量定义表。
 
 

表 1    变量定义及界定标准
 

变量性质 变量名称 变量符号 变量定义

被解释变量 绿色技术创新 GT 上市工业企业绿色专利授权数

解释变量 环境规制 ER 工业治理投资完成额与工业增加值的比值

中介变量 数字化转型 DIGI 数字化发展程度词频

控制变量

企业规模 Size 企业员工总人数取自然对数

资产负债率 Lev 年末总负债除以年末总资产

营业收入增长率 Growth 本年营业收入除以上一年营业收入减1

董事人数 Board 董事会人数取自然对数

企业成长性 TobinQ （流通股市值 + 非流通股股份数*每股净资产 + 负债账面值）除以总资产

公司成立年限 FirmAge 当年年份减去公司成立年份加1的对数值

管理层持股比例 Mshare 管理层持股数据除以总股本

大股东资金占用 Occupy 其他应收款除以总资产

行业虚拟变量 Ind
年度虚拟变量 Year

 
 

（三）模型构建

根据上述因果分析，本文构建如下计量模型实证检验环境规制强度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

GT = β0+β1ERi,t +β2ER2
i,t +βT

n∑
T=3

Controli,t−1+
∑

Industry+
∑

Year+∂i,t (1)

GT = β0+β1DIGIi,t +β2

n∑
T=2

Controli,t−1+
∑

Industry+
∑

Year+∂i,t (2)

∂i,t其中，ER代表环境规制强度；GT代表绿色技术创新； Control 表示控制变量； 表示随机扰动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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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实证结果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分析

表 2列出了主要变量的主要描述性统计，包括全部样本的观测值、平均值、标准差、最小值和最大

值。被解释变量是绿色专利授权量（GT），最大值为 32件，平均授权量约为 1.40件，说明绿色技术创

新整体实力有待提高。环境规制强度（ER）均值为 2.15，标准差为 1.70，说明我国环境规制整体差异较

大，存在部分地区环境规制弱，部分地区环境规制较强的现象。数字化转型水平（DIGI）平均值为

6.12，反映企业在数字化技术方面的应用和转型水平。在其他控制变量中，企业规模（Size）的对数平均

值为 7.70，企业资产负债率（Lev）约为 42%，营业收入增长率（Growth）平均约为 18%，董事人数

（Board）平均值约为 2.13，市场价值（TobinQ）均值约为 2.15，公司成立年限（FirmAge）平均约为

2.84，管理层持股比例（Mshare）平均约为 13%，大股东资金占用（Occupy）约为 1%。
  

表 2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特征
 

变量 观测值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GT 24 370 1.40 4.46 0.00 32.00

ER 24 370 2.15 1.70 0.12 9.26

DIGI 24 370 6.12 14.00 0.00 88.00

Size 24 370 7.70 1.19 4.63 10.96

Lev 24 370 0.42 0.21 0.06 1.01

Growth 24 370 0.18 0.42 −0.56 2.89

Board 24 370 2.13 0.20 1.61 2.71

TobinQ 24 370 2.15 1.45 0.88 9.64

FirmAge 24 370 2.84 0.34 1.79 3.50

Mshare 24 370 0.13 0.20 0.00 0.69
Occupy 24 370 0.01 0.02 0.00 0.16

  

（二）相关性分析

表 3汇报了主要变量的相关系数特征，从表 3的相关分析结果可以看出，环境规制强度与企业的绿

色技术创新在 1% 的水平上负相关，企业规模（Size）、资产负债率（Lev）、董事人数（Board）、市场

价值（TobinQ）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在 1% 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公司成立年限（FirmAge）与企业绿色

技术创新在 10% 的水平上正相关，管理层持股比例（Mshare）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在 1% 的水平上负相

关关系，营业收入增长率（Growth）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在 10% 的水平上负相关关系，大股东资金占用

（Occupy）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无显著的相关关系。VIF系数为 1.15，完全小于 10，说明本文构建的多

元回归模型不存在严重的共线性问题。
  

表 3    主要变量的相关系数特征
 

变量 GT ER Size Lev Growth Board TobinQ FirmAge Mshare Occupy
GT 1.000

ER −0.061*** 1.000

Size 0.271*** 0.048*** 1.000

Lev 0.107*** 0.081*** 0.341*** 1.000

Growth −0.011* −0.010 0.015** 0.024*** 1.000

Board 0.071*** 0.127*** 0.256*** 0.165*** −0.010 1.000

TobinQ −0.086*** −0.005 −0.322*** −0.155*** 0.049*** −0.117*** 1.000

FirmAge 0.011* −0.143*** 0.073*** 0.101*** −0.050*** −0.014** 0.032*** 1.000

Mshare −0.037*** −0.157*** −0.247*** −0.318*** 0.048*** −0.207*** −0.025*** −0.171*** 1.000
Occupy −0.004 0.042*** −0.075*** 0.198*** −0.056*** −0.027*** 0.084*** 0.028*** −0.096*** 1.000

　　注：***、**、*分别表示在1%、5%、10%水平下显著；括号内为T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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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基准回归结果分析

表 4报告了文章的基准结果，列（1）和列（2）考察了环境规制强度对工业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

响，发现环境规制强度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之间存在显著的“U形”关系。列（1）为不加入控制变量的

回归结果，ER2 的系数为 0.018，ER的系数为−0.260；列（2）引入控制变量后，ER2 的系数为 0.020，

ER的系数为−0.306，系数均在 1% 的统计水平上显著，换言之，在环境规制强度尚未达到拐点之前，随

着环境规制强度的增加，成本效应超过波特效应，工业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水平下降，而在环境规制强

度超过拐点之后，环境规制强度正向作用于绿色技术创新，经济意义为，企业产生的创新效应可以补偿

成本投入，提升绿色技术创新能力，这一结果验证了假设 1。
 
 

表 4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1) (2) (3) (4)
GT GT GT GT

ER −0.260*** −0.306***

(−4.72) (−5.73)

ER2 0.018*** 0.020***

(3.20) (3.68)

DIGI 0.023*** 0.019***

(8.26) (7.24)

Size 1.001*** 0.990***

(24.30) (24.21)

Lev 0.426*** 0.433***

(3.43) (3.47)

Growth −0.240*** −0.250***

(−4.96) (−5.17)

Board 0.725*** 0.716***

(4.11) (4.07)

TobinQ 0.022 0.024

(1.39) (1.57)

FirmAge −0.708*** −0.657***

(−7.12) (−6.56)

Mshare −0.049 0.043

(−0.38) (0.34)

Occupy 5.446*** 4.734***

(5.25) (4.52)

Ind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Year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0.781*** −6.983*** 0.154 −7.776***

(4.46) (−12.37) (1.25) (−13.63)

N 24 370 24 370 24 370 24 370

R2 0.040 0.116 0.043 0.116
F 64.69 50.33 68.04 52.23

　　注：***、**、*分别表示在1%、5%、10%水平下显著；括号内为T值。
 

表 4的列（3）和列（4）列出了数字化转型对绿色技术创新正向影响的估计结果，列（3）中不含控

制变量的回归结果显示，数字化转型的回归系数为 0.023，列 4中含控制变量的回归系数为 0.019，在

1% 的水平上显著性。这一结果验证了假设 2。由此可以看出，数字化转型对工业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具有

重要影响，数字化转型可以通过治理效应和资源效应来促进工业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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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环境规制强度影响绿色技术创新的机制分析

转型时期的中国经济和环境的共赢发展是备受关注的话题，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是一组难以平衡的

矛盾。政府环境规制将企业生产活动中对外部环境造成的损失内部化到企业成本中 [3] ，这会影响企业数

字化转型动力，进而对数字化赋能工业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产生影响。规制政策本身作为公共政策是一种

特殊的公共产品，存在外部性，它产生的社会效果往往很难直接测度 [26]，因此，政府环境规制通过提升

环境规制强度，将环保压力传导给企业，可能会影响数字化转型动力和能力，进而影响企业绿色技术创新。

在验证假设 1和假设 2之后，为考察数字化转型在环境规制和绿色技术创新之间的中介效应，本文

利用全样本观测值，借鉴温忠麟和叶宝娟 [52] 的研究，构建非线性关系的中介效应检验，在式（1）的基础

上以下两个方程的回归系数进行了检验

DIGIi,t = β0+β2ERi,t +β3ER2
i,t +βT

n∑
T=3

Controli,t−1+
∑

Industry+
∑

Year+∂i,t (3)

GTi,t = β0+β2ERi,t +β4ER2
i,t +β3DIGIi,t +βT

n∑
T=5

Controli,t−1+
∑

Industry+
∑

Year+∂i,t (4)

结果如表 5所示，第（1）列检验环境规制强度

（ER）与数字化转型（DIGI）的“U形”关系，环境

规制强度的一次项估计系数为−1.705，二次项估计

系数为 0.158，均在 1% 水平上显著，表明环境规制

与数字化转型之间有“U形”关系。从激励规制理论

来说，政府规制和企业行为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

在环境规制力度较小时，企业可能会认为这是地方

政府官员迫于环保压力而采取的行为，并不会真正

的长期执行，其原因在于发展中国家政府在承诺环

境规制规则时缺乏可信性 [3] ，在这种情况下，企业

面对政府环境规制者会隐藏更多的私人信息，存在

侥幸心理，会有逆向选择或者道德风险问题，并不

会由于地方政府的行为而提高对数字化转型的投

入，可能将用于数字化转型的部分资金用于工业污

染治理，挤出对数字化转型的投入，故在环境规制

力度较小时，环境规制对数字化转型是负向的 [53]。

在环境规制力度比较大时，意味着政府承担了

信息租金带来的社会成本，提高了地方政府保护区

域环境的可置信承诺，因为环境规制的执行成本和

监督成本也比较高，此时企业的侥幸心理可能会减

弱。为了减少长期存在的遵循成本，企业不仅会通

过增加环境投入提高绿色技术创新以满足合规要

求，也会通过数字化转型渠道减少环境污染，提升

数字化转型程度。

第（2）列报告了环境规制强度（ER）与绿色

技术创新（GT）的“U形”关系以及数字化转型在其

中的中介影响。ER和 ER2 均显著，系数分别为−0.275
和 0.017， 数 字 化 转 型 （ DIGI） 的 系 数 为 0.018，
在 1% 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环境规制强度通过

“U形”曲线效应影响数字化转型，进而影响企业绿

 

表 5    环境规制强度影响绿色技术创新的机制分析检验
 

变量
(1) (2)
DIGI GT

ER −1.705*** −0.275***

(−10.78) (−5.15)
ER2 0.158*** 0.017***

(9.49) (3.16)

DIGI 0.018***

(6.82)

Size 0.925*** 0.985***

(10.44) (24.16)

Lev −1.882*** 0.460***

(−4.21) (3.70)

Growth 0.477** −0.248***

(2.27) (−5.14)

Board −2.459*** 0.770***

(−5.21) (4.36)

TobinQ 0.214*** 0.018
(3.47) (1.15)

FirmAge −2.325*** −0.665***

(−7.46) (−6.63)

Mshare 1.461*** −0.076
(2.89) (−0.59)

Occupy 44.053*** 4.643***

(10.14) (4.44)

Ind 控制 控制

Year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4.885*** −7.072***

(3.32) (−12.50)
N 24 370 24 370
R2 0.129 0.119
F 122.09 48.93

　　注：***、**、*分别表示在1%、5%、10%水平下

显著；括号内为T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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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技术创新，促成了环境规制强度与绿色技术创新的“U形”关系。在政府环境规制下，无论从收益最大

化还是承担“双碳目标”的考量，大部分工业企业会从“开源”和“节流”的两个角度促进绿色技术创新，

一方面，依照环境规制要求，自查生产环节，开展绿色生产，提升资源利用效率。另一方面，具有转型

意识的企业，产品更容易被消费者认可，有利于长远发展，树立企业良好的社会形象 [34]。

此外，为了进一步验证结果的稳健性，文章参考 Kohler等  [54] 的研究，采用 KHB进行检验，检验结果

表明数字化转型在环境规制与绿色技术创新之间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其中，间接效应为 0.003，假设

3得到了验证。以上结果表明，在数字化转型时期的背景下，当环境规制提高时，地方政府会通过引导

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来维持地方环保，当环境规制未达到“U形”拐点时，会抑制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

而环境规制达到“U形”拐点以后，会促使其进行绿色技术创新，补偿效应发挥作用。 

（五）稳健性检验结果

1. 工具变量。由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水平也会

影响地方政府的环境政策决策，计量经济学模型存

在互为因果的内生性问题。参考王彦皓 [55] 的研究思

路，选取距离本身同年的环境规制平均水平作为环

境规制的工具变量，以缓解模型的内生性问题。在

选取环境规制与各城市环境规制平均水平的关系

时，用各城市环境规制平均水平来解释单个企业的

绿色技术创新行为。环境规制的平均水平与解释变

量相关，且不受单个企业行为影响。表 6列 1和

列 2的回归结果显示，第一阶段 F统计量值大于

10，去除自身同年份的环境规制平均水平也通过了

1% 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表明本文的结果对克服内生

性问题是稳健的。

2. 基于“U形”关系的稳健性检验。本文利用

Utest检验进一步验证环境规制与绿色技术创新间的

“U形”关系 [49]。基准模型总体检验 p=0.090，即拒绝

原假设，表明存在“U形”关系，与基准回归结果一

致。从表 7可以得知，极点值为 7.502，即拐点值为

环境规制强度为 7.502，当环境规制强度低于 7.502
时，会抑制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而当环境规制强

度超过 7.502时，环境规制开始发挥创新补偿效

应。其次，斜率先为−0.301，后转正为 0.072，可

见，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3. 替换被解释变量。本文将企业绿色发明专利数（INVENT_GT）作为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替代指标

参与回归 [56]，回归结果如表 8的列（1）和列（2）所示。表 8列（1）的结果显示，环境规制强度与企业

绿色发明专利的一次项回归系数为−0.043，二次项系数为 0.003，且在 1% 水平上显著，表 8列（2）是数

字化转型与企业绿色发明专利的回归结果，回归系数为 0.004，在 1% 水平上显著，表明研究结论较为稳健。

4. 剔除绿色专利授权量为 0的企业样本。考虑到文章样本中部分企业的绿色专利授权量为 0，这可能

会影响文章的研究结论。因此，在剔除了绿色专利授权量为零的样本的基础上，对式（1）和式（2）再

次进行回归，回归结果如表 8的列（3）和列（4）所示，环境规制强度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一次项回

归系数为−0.656，二次项系数为 0.045，在 1% 水平上显著，数字化转型与绿色技术创新的回归系数为

0.016，在 1% 水平上显著，表明文章的结论仍然稳健。

5. 改变计量模型。由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专利数据具有明显的左截尾特征，即企业绿色专利不可

 

表 6    稳健性检验结果（工具变量）
 

变量

(1) (2)
First stage Second stage

DIGI GT

Avg.ER
0.000***

(5.27)

ER2
0.032***

(2.83)

Controls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4.09** −6.28***

(−3.46) (−10.09)

第一阶段F值 596.41
内生性检验(p值) 0.010
N 20 556 20 556
R2 0.49 0.09

　　注：***、**、*分别表示在1%、5%、10%水平下

显著；括号内为T值。

 

表 7    稳健性检验结果（Utest检验）
 

ER Lower bound Upper bound
Interval 0.121 9.264

Slope −0.301 0.072

P>|t| 0.000 0.090
Extreme point 7.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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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为负，被解释变量可以归为以 0为下限的拖尾变量。因此，文章采用面板 Tobit回归模型和 Poisson回

归模型对式（1）和式（2）进行再次回归，回归结果如表 9所示。表 9列（1）和列（3）的结果显示，

环境规制强度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一次回归系数仍在 1% 的水平下显著为负，二次回归系数仍在 5% 的

水平下显著为正，表明文章结论依旧稳健。表 9列（2）和列（4）是检验数字化转型与绿色技术创新关

系的稳健性，回归系数分别为 0.019和 0.006，在 1% 的水平下显著为正，稳健性检验证明了本文的核心

结论，环境规制强度和工业企业绿色技术创新间存在显著的“U形”关系，数字化转型与工业企业绿色技

术创新间存在正向关系。
 
 

表 9    稳健性检验结果（改变计量模型）
 

变量
(1) (2) (3) （4）
GT GT GT GT

ER −0.306*** −0.125***

(−5.86) (−11.17)

ER2 0.020*** 0.004**

(3.30) (2.51)

DIGI 0.019*** 0.006***

(9.41) (20.98)

Controls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Ind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Year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0.839*** −7.776*** −10.729*** −6.141***

(−12.53) (−16.47) (−6.47) (−55.62)
N 24 370 24 370 24 370 24 370

　　注：***、**、*分别表示在1%、5%、10%水平下显著；括号内为T值。
 

6. 更改固定效应。为了保证结论的稳健性，本文进一步控制行业和年份的交乘项，以消除时间序列

中未观察到的行业层面变量的影响。结果如表 10所示，列（1）中，环境规制的一次项回归系数为

−0.306，二次项系数为 0.020，列（2）中，数字化转型的回归系数为 0.996，在 1% 的水平上显著。

 

表 8    稳健性检验结果（替换变量/剔除 0值）
 

变量

替换被解释变量 剔除0值

(1) (2) (3) （4）
INVENT_GT INVENT_GT GT GT

ER
−0.043*** −0.656***

(−6.55) (−3.88)

ER2
0.003*** 0.045**

(4.11) (2.33)

DIGI
0.004*** 0.016***

(10.54) (3.08)

Controls 控制 控制

Ind 控制 控制

Year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0.839*** −0.952*** −10.729*** −12.380***

(−12.53) (−14.14) (−6.47) (−7.48)

N 24 370 24 370 6 657 6 657

R2 0.098 0.103 0.175 0.172

　　注：***、**、*分别表示在1%、5%、10%水平下显著；括号内为T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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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稳健性检验结果（更改固定效应）
 

变量
(1) (2)
GT GT

ER −0.306***

(−5.86)

ER2 0.020***

(3.30)

DIGI 0.996***

(24.22)

Controls 控制 控制

Ind 控制 控制

Year 控制 控制

Ind×Year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0.839*** −7.599***

(−12.53) (−13.20)

N 24 370 24 370

R2 0.120 0.120

　　注：***、**、*分别表示在1%、5%、10%水平下显著；括号内为T值。
  

四、异质性分析

前文研究了“环境规制强度—工业企业绿色技术创新”黑箱，完善了环境规制强度对绿色技术创新的

影响分析。然而，环境规制对工业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取决于几个因素。在宏观层面，政府环境规

制强度和落地程度在不同区域存在显著差异，各地方政府会采取补贴等财政手段驱动工业企业开展绿色

技术创新活动。在微观层面，工业企业面对政府环境规制方式时，不同性质的企业会做出不同的反应，

何种类型的工业企业会激发数字化转型内在动力，驱动绿色技术创新呢？本文从区域差异、政府补贴差

异和产权性质差异进一步分析环境规制强度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的异质性。 

（一）区域差异

中国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存在着明显的差异，这种差异主要源于不同区域间的制度环境、经济政策

和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差异。由于这些差异的存在，各地区在环境监管手段和产业集聚现象方面也存在显

著差异。相关研究证明，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存在地区差异，沈能和刘朝凤 [57] 利用非线

性门槛面板模型，实证分析了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区域差异的影响，结果表明在发达的东部地区能较好

地支持技术创新 [58]，而在中西部难以支持。陈宇科等 [59] 通过对环境规制工具对不同地区企业绿色技术创

新的实证分析，结果发现各种环境规制工具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存在较大地区差异。

为进一步研究环境规制对工业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影响的区域差异，本文参考沈小波等 [60] 的省份分类

方式，将企业样本分为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三个子样本。通过回归结果，本文发现，东西部

地区环境规制的估计系数最为显著。其中，东部地区的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

这是因为东部地区的经济发展程度相对较高，绿色需求更为强烈，制造业企业更愿意遵守环境规制政

策，促进绿色技术创新，构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此外，东部地区的政策环境相对较为稳定，政府对环

境保护和绿色技术创新的支持力度也更大，这进一步促进了东部地区绿色技术创新的发展。相比之下，

西部地区是资源禀赋、生态良好和能源较为充足的区域，便于吸引产业聚集。政府会更加重视环境规制

的实施落地，培育相关领域的绿色技术创新活动。虽然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相对较为滞后，但政府对环

境保护和绿色技术创新的关注度也相对较高，这为西部地区绿色技术创新的发展提供了政策和资源支

持。中部地区则处于东西部地区之间，在样本期间主要承载“中部崛起”重任，地级市政府为了争夺东部

地区产业承接权，存在“逐底竞争”的潜在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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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政府补贴差异

在当前的环境形势下，政府需要采取一系列有效的财政措施，引导和激励工业企业承担环境责任，

采用绿色发展模式 [61]。政府补贴就是一种重要有效的措施，姚东旻和朱泳奕 [62] 通过对微观企业的研究发

现，政府补贴能够明显降低企业的创新成本，增加企业的权益资本，引导企业的后续研发投入。一方

面，政府补贴可以帮助企业减少社会治污成本；另一方面，也可以为企业研发提供了资金来源，为绿色

技术创新提供支持。

因此，本文对企业是否获得政府补贴进行异质性分析，研究结论如表 11列（4）和列（5）所示，验

证了政府补贴对绿色技术创新的有效影响。具体来说，本文发现当政府提供补贴时，环境规制强度的一

次项系数为−0.423，二次项系数为 0.030，环境规制与绿色技术创新存在“U形”关系。政府补贴可以为企

业提供资金支持，促进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并为创新和研发创造动力。反之，如果企业得不到政府补

贴，就没有足够的资金支持绿色技术创新研发，创新补偿效应也就无法形成，环境规制与绿色技术创新

之间的“U形”关系也就不复存在。
 
 

表 11    异质性检验结果
 

变量

区域差异 政府补贴 产权性质

东部 中部 西部 无 有 国企 非国企

(1) (2) (3) (4) (5) (6) (7)

ER −0.448*** 0.157 −0.423*** −0.048 −0.423*** −0.251** −0.352***

(−5.29) (1.43) (−4.48) (−0.43) (−6.24) (−2.52) (−5.83)

ER2 0.043*** −0.019 0.033*** −0.000 0.030*** 0.012 0.030***

(3.82) (−1.62) (3.64) (−0.03) (4.25) (1.22) (4.57)

Controls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Ind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Year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8.268*** −6.678*** −2.654** −5.565*** −7.138*** −9.436*** −4.569***

(−11.01) (−5.73) (−1.99) (−4.50) (−9.64) (−8.29) (−6.49)

N 16 472 4 471 3 281 4 735 15 707 7 389 13 053

R2 0.132 0.098 0.127 0.127 0.121 0.149 0.103

　　注：***、**、*分别表示在1%、5%、10%水平下显著；括号内为T值。
  

（三）产权性质差异

企业所有制是影响绿色技术创新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已有学者的研究表明，不同所有制企业的创

新行为有所不同，非国有企业往往有较高的创新效率。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拥有清晰的产权结构和充分

的市场竞争，处于创新活动的领先地位。相反，国有企业由于产权属性以及相关的委托代理和预算约

束，缺乏竞争力，创新活动受到限制 [63]。

因此，本文将上市工业企业分为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在非国有企业

中，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更为明显，环境规制强度的一次项系数为−0.352，二次项系数为

0.030。这种现象可能的原因在于，一般大型国有企业的绿色研发投入相对稳定，不会因为环境规制强度

的增强而剧烈变动。相比之下，一方面，非国有企业在采取创新行动时更加灵活和迅速，能够更加自主

地制定创新策略和实施计划，更容易适应市场需求和技术变革。另一方面，具有市场势力的国有企业和

非国有企业面临着市场竞争的压力，能更加敏锐地意识到环境问题的紧迫性，并积极寻求可持续发展的

创新解决方案，倾向于投入更多的资源和精力来进行数字化转型和绿色技术创新，以培育企业的市场竞

争力 [44]。 

五、结论与建议

绿色技术创新是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重要驱动力，中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环境规制政策鼓励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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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构建绿色技术创新体系。在中国工业强国不断改革深化的背景下，环境规制强度能够缓解企业“不敢

转”“不想转”的难题，激发数字化转型行为，对工业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产生影响。基于此，本文以

2007—2021年上市工业企业为研究样本，实证研究了环境规制强度对工业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分

析了数字化转型在其中的中介传导机制。通过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本文得到以下结论：

1. 环境规制强度与工业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之间存在“U形”关系。本文从环境规制强度视角出发，从

成本效应和波特效应动态解释了环境规制强度对绿色技术创新的直接影响，证实了当前环境规制强度还

未达到创新补偿的强度，环境规制强度对绿色技术创新最优区间的拐点值是 7.502，在环境规制未达到

7.502的强度时，环境规制抑制工业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达到最优的环境规制强度区间后，环境规制强度

越高，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越有利。

2. 数字化转型与工业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呈正向关系。其中，数字化转型可以通过深化数字化生产流

程，加强组织变革，促进内外部信息沟通，协调资源配置等方式促进绿色技术创新。相比于传统企业运

营模式，当企业数字化程度越高，说明企业生产流程越智慧，生产效率越高，内部组织结构越扁平，各

部门信息交流速度较高，协调资源配置程度更高，外部信息不对称程度越低，越有利于吸引投资者，获

取更多资源。可以说，数字化转型对工业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改善具有重要意义。

3. 数字化转型是环境规制推动工业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重要方式。 数字化转型的中介作用对环境规

制强度与工业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之间的“U形”关系具有正向影响。 当政府环境规制强度较低时，企业倾

向于承担风险，不鼓励在数字化转型和绿色技术创新方面的投资；当政府环境规制较高时，政府执行成

本和监督成本比较高，可置性承诺较高，为了降低长期遵循成本，企业不仅会增加环境投入减少，还会

通过数字化转型等途径促进绿色技术创新。本文发现了数字化转型的中介作用，构建了“环境规制—数

字化转型—绿色技术创新”的传导机制，为环境规制政策和数字化转型战略实施提供了理论依据。

4. 区域不同、政府补贴不同和产权性质不同时，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效应存在着明显的

差异。通过进一步分析，本文发现相对于中部工业企业，环境规制强度促进绿色技术创新在东西部工业

企业更显著；相对于国有企业，环境规制强度促进绿色技术创新在非国有企业更显著；与政府支持力度

低的企业相比，政府支持力度高的工业企业的环境规制强度更有可能刺激绿色技术创新，这一发现丰富

了环境规制与绿色技术创新之间的应用领域。

根据本文的结论，为加强环境规制强度在促进工业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中的作用，提出以下建议：

1. 环境规制实施过程，环境规制强度可以作为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重要指标。 环境规制强度是

绿色技术创新的重要外部驱动力，通过适度加强和改善环境规制强度，可以确保环境规制强度促进工业

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具有成本效应和波特效应。只有在严格的环境规制强

度下，企业才能利用波特效应，形成创新效应。

2. 实施数字化转型改革，深化数字化技术在生产过程中的应用。积极顺应数字经济发展趋势，认识

和应对数字经济带来的机遇和挑战，为企业数字化转型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落实工业企业数字化转型

过程中的具体措施，切实推进质量、效率和能力转型，深化数字化生产过程的数字化改造  优化组织结

构，实现资源效能和贡献最大化。

3. 在环境监管不断完善和加强的情况下，应充分审视工业企业的数字化程度，评估数字化对企业的

战略意义。如果数字化转型的程度是积极的，可以通过奖励、表彰和优惠政策进一步激发工业企业的绿

色技术创新。如果数字化转型程度不足以推动工业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那么问题的原因在于动力不足

或能力不足，应根据企业政策，提高工业企业数字化水平，激发工业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

4. 在环境规制的实施过程中要根据区域差异、政府补贴差异和产权性质差异持续深化环境规制政策

组合。首先，政府和企业应该根据各地区的实际情况，采取相应的措施，鼓励企业承担环境责任，促进

绿色技术创新的发展，要进一步适度东西部地区企业的环境规制强度，企业所有制是影响绿色技术创新

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针对不同类型的企业，应该采取不同的措施，鼓励非国有企业承担环境责任，非

国有企业需要更加积极地参与绿色技术创新，以应对市场竞争的挑战；政府补贴可以作为一种有效的手

段，为企业提供资金支持，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和创新研发，此外，政府还可以通过税收优惠、减免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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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罚款等方式，激励企业积极参与环保事业，推动绿色发展。同时，政府还应该加强环境监管，加大对

环境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提高企业环保意识和责任感。这样，才能实现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的双赢局

面。另一方面，重视工业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活动，进一步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宣传，营造绿色转型、

创新发展的氛围。因此，不同地区的环境法规对绿色技术创新发展的影响存在较大差异。政府和企业应

根据各地区的实际情况，采取相应措施促进绿色技术创新发展。政府可以通过增加环保投入、提高环保

标准、加强政策支持等方式促进绿色技术创新的发展。企业可以通过加强研发、提高技术水平、优化产

品结构等方式推动绿色技术创新发展，实现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双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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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Digital Transformation and 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

—A Study based on Empirical Evidence of Chinese Listed Manufacturing Companies

REN Guangqian，LAI Huanfeng，ZHAO Lefan
（Business School, Zhengzhou University, Zhengzhou Henan 450001, China）

Abstract：In  the  context  of  the  deepening  strategy  of  building  an  industrial  power,  the  impact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on  gree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of industrial enterprises has become a hot research topic. Using valid data from A-share industrial listed companies in

China  from 2007  to  2020  as  the  research  sample,  a  non-linear  model  was  constructed  to  conduct  empirical  research  and  it  is  found  that  the

intensity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had a U-shape relationship with gree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inhibited

gree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n the range of low intensity, but promoted gree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when it reached the range of optimal

environmental intensity. Digital transformation had a positive impact on gree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Digital transformation is an important

way to promo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intensity and gree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government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drives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enterprises, which then acts on gree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The heterogeneity test finds that the

positive  impact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on  gree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was  more  significant  in  the  eastern  and  western  regions,

industries with high government subsidies and non-state-owned industrial enterprises. In the future, the intensity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should be strengthened moderately, and at the same time, through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enterprises, the gree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of

enterprises should be promoted continuously, so as to build a green, low-carbon and sustainable economic system.

Keywords：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intensity;  gree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digital  transformation;  industrial  enterprises;  heterogeneity

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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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Unverborgenheit” to “Mining”: Reflections on
Technological Manifestation of Life

LI Hongwei，GOU Yiming
（School of Marxism,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 Wuhan Hubei 430079, China）

Abstract：Human life is not a static existence, but a dynamic process that is constantly unfolding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echnology. Ancient

natural technology contains the “emergence” of human life, which is an “unverborgenheit” process of complying with nature and obtaining

freedom, giving life a rich meaning. However, in the world of concrete experience of modern human life, big data technology has become a new

program to extract the trajectory of life activities. The calculation of human life has changed people’s cognition of technology from the original

“passive and attached” to “positive and catering to people”, and the focus of “life mining” has shifted from the “physical behavior” of life to

the deep mining of “spiritual behavior”. This can be seen as the negative dimension of “life mining”. How to get rid of the “historical destiny”

of human beings displayed by technology and explore the “affirmative” dimension of “life mining” is an important issue of the modern ti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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